
舍人、盛览与西汉时期的儒学南渐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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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西汉时期舍人注《尔雅》，盛览从司马相如学赋，均为地方人物崛起于西南的标志，也是

儒学南渐今黔滇两省的象征，不可不视为最重要的学术文化事件，故引起清季学者的广泛关注。

重新梳理各种原始资料，详考其事迹影响，打通古今观照的视域，整合各种差异性的评说，可知中

原与西南地区长期文化交往不断，边地儒学亦为华夏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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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是中央王朝大规模经略开发西南地区的时期，儒学的南渐也随着国家力量的进入而

日渐加强，西南地方人物的崛起于是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，其中最突出者即舍人、盛览、尹

珍三人，他们都曾“北学中国”，具有典型儒家人格形态特征，说明儒学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

流衍传播，自汉武帝时期以来，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。清人已将舍人、盛览、尹珍视为“汉三

贤”; 原始察终，寻流讨源，今人亦有必要以温情之态度重新总结。因此，笔者爬疏史料，勾稽

众说，撰成此文，聊供同好参焉。

一、舍人及其《尔雅注》

考察两汉时期儒学的南传，就今贵州地区而言，最具标志性的早期学术文化事件即为汉武

帝时犍为郡鄨邑( 今遵义) 舍人撰《尔雅注》三卷进呈朝廷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“犍为

文学注三卷”注:“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，汉武帝时待诏，阙中卷。”②则陆氏尚得获见旧

本，惜中卷已佚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《尔雅》三卷”注:“梁有汉刘歆、犍为文学、中黄门李巡《尔

雅》各三卷，亡。”所云“犍为文学”，虽次于刘歆之后，然仍有可能本于《七录》③，则舍人必为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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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德明:《经典释文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3 年版，第 17 页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“经部小学类”《尔雅注疏》条，即据《隋志》断言《七录》载有犍为文学《尔雅

注》三卷，并有按语云: “《七录》久佚，此据《隋志》所称‘梁有某书。亡’，知为《七录》所载。”( 北京，中华书
局，1965 年版，第 339 页)



汉武帝时人，合《经典释文》与《隋志》观之，似已无疑义。诚如清人莫友芝所说: “前辈言《尔

雅》家，皆不详文学姓名乡里，以《释文》本注云‘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’考之，于郡吏衔下加

臣某，必其上此注时自题，则舍人其姓名也。”①足证舍人向汉武帝进呈《尔雅注》时，必自署其

官衔为犍为郡文学卒史，并依朝廷君臣之礼，示明自己属于行政体系上下结构中的臣位，否则

便不必在郡吏之下，再加臣某等字样②。

舍人生活的时代，恰值儒学地位不断上升，最终在制度上设立五经博士，遂一跃而为官学

的时代。汉武帝建元元年( 前 140 年) ，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，即当视为国家意识形态

逐步调整，儒学已有取代汉初黄老之学地位之势的一大显著标志; 建元五年( 前 136 年) ，朝廷

置五经博士，儒家经典则由民间私相传习，遽升为国家官制必备之正典，亦为儒学取得正统合

法性地位的重大象征。在官方权力的诱导下，天下无不靡然向风，儒学俨然已成“国学”，经学

的概念于焉成立，而相互授受以成世业者，无论人数规模或地域范围，显然也在迅速增加扩大。

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:“窦太后崩，武安侯、田蚡为丞相，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

百人。”所谓“文学”云云，即为官职。考汉景帝时，便已“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”③，而武帝罢黜

百家，独尊儒术，设五经博士，儒家由子学一跃而成为官学，故“文学”一职虽仍袭自旧职，却必

由儒者充任，既可用来兼指儒学或儒生，亦时或联用径称“文学儒者”，从而明示“黄老刑名”一

类诸子百家之学已不能混杂羼入。具见舍人之出任“文学”一职，必在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

后，时儒生仕进之路已开，“文学儒者”遂得以广延入朝。尤其景帝末年，庐江人文翁为蜀郡

守，即开始推行儒学教化工作，不仅蜀地一隅之学从此大兴，即儒学重振亦首开天下风气，前人

所谓“蜀学之盛，冠天下而垂无穷者，其具有三: 一曰文翁之石室，二曰高公之礼殿，三曰石壁

之九经。盖自周道衰微，乡校废坏，历秦之暴，至汉景、武间，典章风化，稍稍复讲，……自尔郡

国皆立学，实文翁倡之，所谓石室者存焉”④。遵义与蜀地毗邻，或根本就为一文化区，舍人之

学极有可能受文翁影响，甚至有可能径入蜀地而受学。其既注《尔雅》，又充任“文学”，必能
“游文于六经”( 《汉书·艺文志》)，乃今贵州地区最早可考的儒家学者。至于“卒史”一辞，见于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记载者颇多，均可见其可为郡一级的属吏，亦常为特定秩次的某些吏员的通

称⑤。舍人既执掌“犍为郡文学”，即可称为“文学卒史”，或径直省称为“文学”，而“犍为初治

鄨，鄨邑即今遵义，汉世文学卒史例为郡人，是舍人即遵义人”⑥。其人既为朝廷命官任“文

学”一职于地方，则必然发挥了传播儒学的积极正面作用。

“文学”一辞为官职既明，当再考舍人之姓氏。按《广韵》: “舍，又姓。”莫友芝以为“舍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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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关于“卒史”的秩次、执掌、地位、升迁等问题，上世纪末江苏尹湾出土的西汉东海郡简牍《集簿》《吏

员簿》均有所述及，详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:《尹湾汉墓简牍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7 年版; 另可参阅杨际平:
《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、亭、里关系: 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》，载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98 年 4 期。

李独清:《幽心梦影录》卷五，见氏著:《洁园集》，贵阳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3 年版，第 336 页。



别无所见，意其所据《姓苑》诸书，必有引注《尔雅》之‘文学’为证者。观陆氏于注中备录其
衔，亦为备其姓名，使人有考。”①邹汉勋纂《大定府志》，亦以为“舍人者，氏舍名人”②。检邢昺
《尔雅疏》，凡引其书，亦多引作“舍人云”，皆可证“舍人”实乃人名而非官职③。具见《经典释
文》正文“大题不云‘舍人’，而云‘犍为文学’者，盖当时此注，通如此称，陆虽得其旧本，原题
骤改，恐人难即晓，故具之注中。又诸经疏所引《尔雅》旧注，多直称舍人曰，与孙炎、李巡、樊
光等曰一例，益知舍人为姓名也”④。而“钱晓徵《与晦之论〈尔雅〉书》，已引《广韵》舍姓，谓
舍人是姓名，非官称。赵竹冈《困学纪闻》笺，亦谓舍人是文学之名。前辈读书细密，已有先我
而获者”⑤，作为必要的旁助佐证，均可知“舍人”二字，必当解为人名。

舍人所撰之书，唐代便已亡佚，即陆氏所见旧本，亦未见流传，然《齐民要术》《毛诗草木鸟
兽虫鱼疏》等均曾引及，邢昺《尔雅疏》更多甄采。虽吉光片羽，亦可旁助释经考史。沈廷芳
《十三经注疏正字》卷七十九《尔雅》则以为“三卷”当系“二卷”之误，或原阙之中卷未计入，遂
以二卷计之乎? 清代考据学大兴，辑录者亦多，其中如余萧客、臧庸、王谟、叶心兰等诸家之本
均较可观，而较为流行者，则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本⑥。遵义赵旭( 晓峰) 与井研廖平
( 季平) ，均好治《尔雅》之学而兼及舍人之书。其中赵旭有《辑犍为文学尔雅注稽存》一卷，辑
录舍人旧注二百余条，均一一分类为编，同邑郑知同尝序之云:“世以文学陋南中日久，谓罕淹
通之士。以余论之，当汉代经学萌芽之始，而吾郡初入版图，已有大师如犍为舍人者，固未尝深
究也。”⑦黎庶昌在其跋语中历述辑佚诸家版本源流，并详考舍人姓名身世，亦可略知赵氏辑录
之功。廖平曾从宋学转入汉学，善治经而博览考据之书，撰有《尔雅释例》一卷、《尔雅犍为舍
人注校勘记》一卷⑧，或当时未能刊行，故未见坊间流传。今观其比较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之言:
“《说文》专明本义，《尔雅》则多非本义，此假借也。一字一义，《尔雅》一义至数十字，则又转
注也。治《说文》易，治《尔雅》难。《说文》有形象可凭，合者为是，不合为非。《尔雅》则义与
字形全不依附，一字兼见数义，俗体重文杂出其中。故说《尔雅》者皆影响附会，不及《说文》之
切实。《尔雅》之难过于《说文》十倍，以此见本义易明，而转段之难说也。”⑨可知其于《尔雅》

用功既深，识见亦颇为独特，则其校勘考证舍人原注，亦必有可观之处。倘能访得廖氏之原稿，

再比对赵氏之辑佚，同时广采其他传世文献，重新整理出可靠之定本，必能还原原书固有之真，

而有功于传统小学。故舍人原本虽唐初即已亡佚，内容仍大体可窥，欲讨论黔省地方经学成
就，亦当以西汉武帝时期为肇端。足证与中央王朝经营开发西南地区同步，儒家思想已开始沿
交通驿道传入。遵义既为由蜀经黔入滇之要区，乃有代表性人物舍人专治《尔雅》而崛起，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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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大昕: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三《与晦之论尔雅书》:“来书疑舍人为何人。考陆氏《释文》称犍为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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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撰，吕幼樵校补，张新民审补:《书目答问校补》，贵阳，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58—60

页。
赵旭辑:《犍为文学尔雅注稽存》卷首，郑知同序，贵州省博物馆藏清末姚之恢钞本。
光绪《井研县志·艺文》，见舒大刚、杨世文编: 《廖平全集》第 11 册“附录”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5 年版，第 717 页。
廖平:《六书旧义·假借篇》，见《廖平全集》第 8 册，第 163 页。



如黎庶昌所说:“《遵义府志》定舍人为郡产，并非借才于异地，奉为乐祖，其又奚疑?”①

二、地方经学的鼻祖

《尔雅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与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同附于“六艺略”之后，今人以为“此

乃汉儒心目中之学术分野，亦可谓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”②。尤宜注意的的是，“孔子定六经，

左邱明、卜子夏诸贤作传以发之。其时，总贯六经之训故者则有《尔雅》，然未有依经作注，使

其寻绎易了者。( 舍) 人生于南域，深明训诂，以《尔雅》为六经之津梁，发愤起《尔雅》注”③，实

最早释经之汉儒④，不仅开地方学术的先河，即在经学史上亦有重要地位。

作为最早的训诂专书，《尔雅》“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且又备采众说，以俟折衷”⑤。编纂

的时间或可溯至战国早期，结集显然不可能晚于汉初; 传衍之广及注家之逐渐增多，则与儒家

经典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。故实为训释五经之重要著述，不妨视为《五经》之字典，亦可视为

汉儒之“王官学”。前人多以为勤读即能得九流之通路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做到博览而不惑，

有裨于发明经义甚大。正如邢昺《尔雅注疏》序所云: “夫《尔雅》者，先儒授教之术，后进索隐

之方，诚传注之滥觞，为经籍之枢要者也。”而戴震《尔雅文字考序》说得更加具体:

古故训之书，其传者莫先于《尔雅》，六艺之赖是以明也。所以通古今之异言，然

后能讽诵乎章句，以求适于至道。刘歆、班固论《尚书》古文经曰:“古文读应《尔雅》

解古今语而可知。”盖士生三古后，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，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

无以异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，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，而仍留疑义，则时为之也。

余窃谓儒者治经，宜自《尔雅》始。……是书旧注之散见者六家，犍为文学、刘

歆、樊光、李巡、郑康成( 案: 郑氏无《尔雅注》，《周礼·大宗伯疏》误引之耳) 、孙炎，

皆阙逸，难以辑缀，而世所传郭《注》，复删节不全，邢氏《疏》尤多疏漏。夫援《尔雅》

以释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据《诗》、《书》以证《尔雅》，由是旁及先秦以上，凡古籍之存者综核

条贯，而又本之六书音、声，确然于故训之原，庶几可与于是学。⑥

可见《尔雅》一书，实乃治经者必读之书。尤其研治训诂之学，更不能不求之《尔雅》⑦。故无

论援《尔雅》以释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抑或据《诗》、《书》以证《尔雅》，皆为清儒由训诂入经学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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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玉裁:《经韵楼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版，第 86 页。
戴震:《尔雅文字考》，见《戴震全书》第 6 册，合肥，黄山书社，1995 年版，第 275 页。
段玉裁:《经韵楼文集补编》卷上《严九能尔雅匡名序》:“凡言训诂之学，必求之《尔雅》矣，虽然求之

《尔雅》，而不得其所以然之故，但见其氾滥无厓涘，吾未见其熟于《尔雅》之必能通经也，则又求之《说文解
字》矣，《说文解字》言形与声与义，无不憭然，读之者于训诂当无不憭然，然吾见读《说文解字》而于经传、《尔
雅》愈不能通，鉏鋙不合，触处皆是，浅人遂谓小学与治经为二事，然则从事小学将以何为也?”文中之立论盖
本于此。见《经韵楼集》，第 374 页。



展开，然亦离不开包括舍人在内的历代注疏家转辗相承所形成的传统①。特别是“汉儒注经，

皆守师说，不尚新奇，不自臆造，不为附会，不事剽窃，不望文生义，不增字解经，不妄诋古训，不

率改经文，无骑墙之见，无固执之谈”②，大体均不离河间献王所谓“实事求是”的学问宗旨，与
清儒颇好据事征典的学术路径更近。故《尔雅》及舍人等汉儒的旧注，自然就不能不引起戴震
一类清代考据家的高度重视了。

尚有必要指出的是，“古代简编，非甚繁重，师弟尤重传授，故历数百年，传十数世，其书仍
能不亡，非惟保藏，亦口耳相传之效也”③。惜舍人之《尔雅注》一书，历时既久，今已散亡，惟
部分佚文尚见存于他书，“虽零文只义，皆可葆珍”④，今反复稽核比对相关佚文，即不难发现，

舍人之旧注，凡草木鸟兽虫鱼之名，均能一一辨而明之，其余虽单词双义，亦必有所依据，可知

其于器服典章制度，当也十分稔熟，诚可谓“不失其旧”，“师承极古”，固然可以羽翼《尔雅》一
书。无怪乎继其人其书之后，“群儒之为训诂章句者，接踵汉世矣”⑤。盖用功既深，为用必宏，

故辑佚者代不乏人，清人精研深究《尔雅》者人数不少，乃至蔚成专门性的“雅学”，然若追问导
夫先路者，居榜首者仍为西汉时之舍人。

研治《尔雅》一书，足可助人进入经典的世界; 如果仍有不足，则当求诸《说文解字》。盖
“《说文解字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训诂有不能同者，由六书之有假借也。经传字多假借，而《尔雅》

仍之。《说文解字》字无假借，盖六书有义、有音、有形，有义而后有音，有音而后有形。……然
则谓《说文》为纲，谓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诸书为目，可也”⑥。而两汉时期舍人注
《尔雅》在先，尹珍从许慎学《说文》在后⑦，均足以说明贵州学者已厕身大传统主流文化，成为
儒家正统学术的时代预流者。其中特别是舍人之注《尔雅》，实乃最早与经学有关的小学类撰
述，甚有裨于后人旁稽广采，左考右证，成就名物训诂专门术业，芟夷典籍阅读障碍，非但为西

南山川人物增光，亦甚有功于吾国传统经学。故道光《遵义府志》遂将其列于乡邦人物传记之
首，并详考其生平事履说:

孝武通西南夷，初置犍为，继置牂牁、汶山诸郡，其时榛榛狉狉，风教睢盱。文学
以郡人膺学史选，诣阙上书，既挺生古所未臣之地，而即注古所未训之经，其通贯百

家，学究天人，与相如、张叔辈上下驰骋，同辟一代绝诣，淑文翁之雅化，导道真之北
学，南中若奠先师，断推文学鼻祖。⑧

注《尔雅》者，如郭璞、邢昺等，前后凡十余家，皆洽闻强识，为世所重。然溯其渊源，仍以
舍人为肇端。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“邢氏( 昺) 《尔雅疏》”条下列举犍为文学( 舍人) 、刘歆、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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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戴震:《尔雅注疏笺补序》尚谈到:“《尔雅》，六经之通释也; 援《尔雅》附经而经明，证《尔雅》以经而
《尔雅》明。”可证以《尔雅》与六经互证，乃是清初学人治学的一大取向。就方法论而言，仍可视为以训诂明经
义，与晚清以来训诂由附庸而独立为大国，明显存在极大的时代差异。古文字之学，由证经而证史，乃至蔚成
专门术业，乃是 19 世纪以来之一大学术嬗变现象，当值得注意。戴说见《戴震全书》第 6 册，第 276 页。
丁福保:《佛学大辞典》上册，屏东，屏台净宗学会，2002 年版，第 5 页。
金毓黻:《中国史学史》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7 年版，第 46 页。
黄侃:《尔雅略说》，见《新辑黄侃学术文集》，滕志贤编，南京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版，第 268 页。
道光《大定府志》卷二十四《惠人志三》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。
段玉裁:《尔雅匡名序》，载《经韵楼集》，第 374—375 页。
张新民:《贵州: 学术思想世界重访》，贵阳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0 年版，第 15—16 页。
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卷三十三《舍人传》，道光二十一年刻本。



兴、李巡、孙炎、郭景纯等六家《尔雅》注，舍人即居诸家之首①:“舍人待诏在汉武时，此释经之

最古者。”②而杭世骏《经解》则以为经书“以注称者，郑玄、王弼、韩康伯之于《易》，郑玄之于
《三礼》，郑兴、郑众之于《周官》，犍为文学、刘歆、樊光、李巡、孙炎、郭璞之于《尔雅》，唐眀皇

之于《孝经》是也”③。具见舍人之注《尔雅》，不但为贵州学术文化之开山，地方经学之鼻祖，

同时也是汉儒释经之发轫，北学南传之功臣④。追溯滇黔地区学术思想发展的远源，则不能不

以舍人为第一。

三、文翁事业的继承者

稍需提及的是，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尚提到相如、张叔、文翁等人。相如即司马相如，以辞赋

显名于世，不必赘述。张叔尝从相如游，学成后即返滇教授乡人，可视为滇人文教之鼻祖。而

在郑珍、莫友芝等人看来，舍人之文采风流，亦足可与其“上下驰骋，同辟一代绝诣”。至于文

翁，则见诸《汉书·循吏传》:

文翁，庐江舒人也。少好学，通《春秋》，以郡县吏察举。景帝末，为蜀郡守，仁爱

好教化。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，文翁欲诱进之，乃选郡县小吏……遣诣京师，受业博

士，或学律令。……数岁，蜀生皆成就还归，文翁以为右职，用次察举，官有至郡守刺

史者。

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，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，为除更徭，高者以补郡县吏，

次为孝弟力田。常选学官僮子，使在便坐受事。每出行县，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

与俱，使传教令，出入闺阁。县邑吏民见而荣之，数年，争欲为学官弟子，富人至出钱

以求之。由是大化，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。至武帝时，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

官，自文翁为之始云。

文翁终于蜀，吏民为立祠堂，岁时祭祀不绝。至今巴蜀好文雅，文翁之化也。⑤

具见文翁自觉推行儒教大传统文化，积极化导一方民风习俗，其事甚至在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

皆立学校官之前，不可不说是开风气之先，实乃“儒者在本朝则美政，在下位则美俗”( 《荀子·

儒效》)政治理想的践履者。而《汉书》正是有鉴于此，将其置于《循吏传》之首，以为当树之风

声，垂范后世。明人李廷机撰《汉唐宋名臣录》五卷，收录自汉文翁至宋杜衍凡六十人，黃吉士

序谓其“录取严而用意微”(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十二《汉唐宋名臣录》)，然既以文翁居第一，即可见

其人其事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。今人据此认为他的身上明显表现出“吏”与“师”的双

重身份，“吏”的身份“虽然曾给他的教化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，但‘吏’与‘师’两种功能却

又不是混而不分的。‘吏’的基本职责是维持政治秩序，这是奉行朝廷的法令; ‘师’的主要任

务则是建立文化秩序，其最后动力来自保存在民间的儒学传统。”⑥倘若以孔门“先富后教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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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③

④

⑤

⑥

② 朱彝尊:《经义考》，第 1205，1202 页。
杭世骏:《经解》，见张廷玉等:《皇清文颖》卷十二《解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参阅王燕玉:《辨舍人的籍贯、官称和姓名》，见氏著:《贵州史专题考》，贵阳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6

年版，第 347—354 页。
《汉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 年版，第 3625—3626 页。
余英时: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版，第 141 页。



观念衡量之①，则可说他在“富”与“教”两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②。其中郡守的职责固然不能

不要求他承担起强化政治秩序的责任，如《华阳国志》称他尝“穿湔江口，灌溉繁田千七顷”③，

后人亦以为“蜀中江沱禹迹，至李冰而一变，其后文翁穿渝湔洩以溉繁田，则又一小变”④，即可

视为富民工作的大事。但与此同时，他见当地“承秦之后，学校陵夷，俗好文刻，翁乃立学，遣

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，还以教授，学徒鳞萃，蜀学比于齐鲁”⑤，后人亦称他“修

起学宫，弟子学于京师者比齐魯”⑥，更做了大量的教化工作。则文翁既能导人以富，又能示人

以教，其所作为完全符合儒教政治理想要求，遂不能不成为后人颇为心仪的功臣典范⑦。

由于文翁历来均以化治见称于世，故与“吏”的身份相较，他似乎更有一种“师”的身份自

觉。正是“师”的责任伦理的使命召唤，使他能够更主动地从事教化的工作。教化的重点当然

是建立礼治文化秩序，所以在班固的笔下，他的“师儒”特征似也透过“化蜀”事迹的描述，获得

了强化和突出。这显然也昭示了中国政教合一的久远传统⑧。如果以“吏”和“师”来分别表

征，则可说“‘吏’代表以法令为中心的政治秩序，‘师’代表以教化为主导的文化秩序; 用中国

原有的概念说，即是‘政’与‘教’两个传统，也可以称之为‘政统’与‘道统’。这两个传统之间

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，一方面互相支援，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”⑨。而郑珍、莫友芝正是着眼

于文翁“师”的身份和“教”的传统，才极为关注他在郡守任上的化治工作。至于以舍人为“淑

文翁之雅化”的重要历史性人物，当也是依据道统的前后关联才做出的结论。

从整体上看，文翁好学而“通《春秋》”，入仕后复利用郡守职责的方便，积极传播儒家思想

文化，开展以建构礼治秩序为主要内容的“化蜀”工作，无疑是儒学南渐的一大功臣。值得注

意的是，遵义在地理区位上本属巴蜀文化圈范围，行政上长期归属四川管辖，雍正五年( 17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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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⑦

⑧

⑨

先富后教的观念，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:‘庶矣哉!’冉有曰:‘既庶矣，又何加
焉?’曰:‘富之。’曰: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?’曰:‘教之。’”兹说影响后世深远，发挥者既多，践履者亦不少，实已
构成儒家建构政治秩序的一大核心观念。
按李如兰( 雍正) 《四川通志序》:“窃闻圣门之论治道，其要在富之教之。……李冰治水、文翁兴学以

來，其渐开富教之端。”( 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) 据此可知，将文翁视为颇能代表儒门先富后教秩序建构理想的
典范，乃是以前人固有之一贯看法为根据得出的结论。

⑤ 常璩著，刘琳校注:《华阳国志校注》，第 214 页。
⑥ 胡渭著，邹逸麟点校:《禹贡锥指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版，第 275，678 页。
文翁对贵州的影响，自明代中央王朝逐渐加大经营开发力度以来，便不断有人提及，如明代翰林院侍

讲学士彭华撰《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题名记》，便特别强调说:“嗟夫! 革夷异风风教所从来者，岂独限于山川
哉? 郡鄘染于商纣，恒代袭于燕丹，其不为夷几何? 蜀之弘诵自文翁而兴，闽之文物因常衮而盛，遂与邹鲁相

争，所谓风俗与化移易自然也。方今诞敷教化，以变辟陋之俗，朝廷固付之有司，而操黜陟之权，任激扬之之
责，使有司遵循礼法以导民者，不尤在风纪之官耶?”李梦阳撰《送席副使监贵州监贵州屯学二事歌》，亦有句
云:“大抵夷狄似禽鸟，制之虽勤忌拘急。此曹亦是人心性，顷來渐慕衣冠习。文翁化蜀岂无本，李牧屯田务
招辑。”则文翁之事迹，虽屡经时代之变迁，仍不时唤起后人之记忆，成为化导地方民风方习俗之重要感召资
源。可见其主要以文教典范垂训后世，才更多地在西南地区发挥其影响的。彭华之说见弘治《贵州图经新
志》卷一《贵州宣慰使司上》，贵阳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5 年版，第 15—16 页; 李氏之诗则见嘉靖《贵州通志》
卷十一《艺文志》“歌类”，贵阳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5 年版，第 611 页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:“文翁为蜀守，教民读书法令，未能笃信道徳，反以好文刺讥，贵慕权势。”反映文
翁固然有重教化，即“师”的一面，但也有重法令，即“吏”的另一面。比观其两面而加以客观分析，显然即为政
教合一的典型性表现。而汉初虽崇尚黄老，然申、韩、苏、秦之学作为辅助，仍与其他百家之学并存而有所流
传，故文翁之所作所为，也反映了援儒入法，儒法杂糅，即儒学由式微而渐趋显赫的时代发展趋势。
余英时: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版，第 147 页。



始改隶贵州省①。故四川各地，亦多舍人传说。如“今乐山县乌尤山，故有尔雅台，方志以为汉
犍为舍人注《尔雅》处。在乌尤寺之北，构屋崖上，頫临绝壁，沫水西来，与泯江合，流经其下，

大峨诸峰，远峙于前，乌尤山一胜境也。”②可见今川黔两地，均为舍人活动区域，遗迹既多，传
说亦不少。则道光《遵义府志》之所以以舍人比附文翁，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出身文学，与文翁
一样，均为朝廷命官，且一治《春秋》，一好《尔雅》，都明显具有“师儒”的特点; 一方面则为犍
为与成都均同属南中之地，二人无论间接直接，是后是先，都有功于儒学的南渐，都为推动地方

文化风气的转移树立了具体的行为典范。然略有不同的是，舍人较倾向于大传统学术文化的
重构，文翁则更关注小传统礼俗风规的再造。故“文翁终于蜀，吏民为立祠堂，岁时祭祀不
绝”; 舍人亦追随于文翁之后，“导道真之北学”，“南中若奠先师，断推文学为鼻祖”。从清人的
视域观察，斯二人均有功于地方秩序的国家化发展，都是儒教秩序扎根西南不可忽视的早期推

动者，故不可不连类述及而一并表彰。如此则既能扩大移风易俗秩序再造工作必须依赖的正
统合法资源，也可强化朴学学统谱系建构工作理当借用的汉学传统根据。

四、传播文教的盛览

舍人之后，尚有两人可述。一是西汉武帝时的牂牁( 今贵州大部分地区) 名士盛览( 字长
通) ，司马相如入西南夷，览尝从其学赋; 再即毋敛( 今正安) 人尹珍，东汉桓帝时官至荆州刺

史，曾从许慎、应奉受经书、图纬。尹珍一生事迹，当另撰专文详考。兹仅略述盛览初传文教之
事，或可一窥中原与西南文化交流状况。按《西京杂记》卷二载盛览尝问司马相如如何作赋，
“相如曰:‘合綦组以成文，列锦绣而为质，一经一纬，一宫一商，此赋之迹也。赋家之心，苞括
宇宙，总览人物，斯乃得之于内，不可得而传。’览乃作《合组歌》、《列锦赋》而退，终身不复敢言
作赋之心矣。”③盛览学成后，“归以授其乡人，文教始开”④。后人以为“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
曰:‘赋家之心，得之于内，不可得而传。’诗家妙谛，无过此数语。”⑤其说虽立足于诗歌创作发
论，然仍可见评价之高。

西汉武帝时期经营西南夷，或开发或放弃，究竟应当如何处置，朝廷一度争论激烈。司马
相如则力主经略开通，曾撰《喻巴蜀檄》、《难蜀父老书》，均为关涉西南史事之重要文献。《史
记》本传云:“相如为郎数岁，会唐蒙使略通夜郎、西僰中，发巴、蜀吏卒千人，郡又多为发转漕
万余人，用兴法诛其渠率。巴、蜀民大惊恐。上闻之，乃遣相如责唐蒙，因谕告巴、蜀民以非上
意。”相如则向汉武帝建言: “邛、筰、厓、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时尝通为郡县，至汉兴而罢。

今诚复通，为置郡县，愈于南夷。”汉武帝以为然，“乃拜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往使。……略定西
夷，邛、筰、冉、駹、斯榆之君，皆请为内臣。除边关，关益斥，西至沬、若水，南至牂牁为徼，通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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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参阅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“贵州遵义府”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7 年版，第 1362 页。
刘锡嘏、王培德:《尔雅台答问序》，见《马一浮集》第一册，杭州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、浙江教育出版社，

1996 年版，第 491 页。
葛洪撰，周天游校注:《西京杂记》，西安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 年版，第 93 页。
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卷三十三《盛览传》。又明人谢肇淛《滇略》卷六《献略》、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十七

《古迹》俱称盛览撰有《赋心》四卷。姑附于此，以供参考。
王士禛:《香祖笔记》卷七“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”，宣统三年扫叶山房石印本。



关道，桥孙水，以通邛都。还报天子，天子大说。”①可见盛览最早之问学请益，极有可能即在司

马相如出使西南之时。清人田雯即有“汉司马相如曾西至滇，授经盛览”之说②。然亦不排斥

其以后北上中原，继续向相如求教的可能，否则“归以授乡人”云云，便无从谈起。惟盛览与相

如初次见面之时间，考《难蜀父老书》有“汉兴七十有八载”一语，《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元光六年
( 前 129 年) 也。”则至迟汉武帝元光五年，相如即已出使至西夷③，盛览之前往请益，亦当在是

年稍后。二人既切磋如何作赋，必多有过从。惜年久事湮，已无从详考。

西汉王朝之经略西南夷及开设郡县，显然不能不以道路之开通为甚本前提。《史记·平

准书》载:“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民罢焉。”即可见道

路修筑颇耗人力财力，然亦有裨于经济文化之交流发展。相如既极力主张开通西南夷，直接与

御史大夫公孙弘罢废高论对立，如其在《喻巴蜀檄》中所说，目的主要为“存抚天下，辑安中

国”，则必然乐于与盛览一类的精英交往，以结好地方士人，争取他们的主动支持。时西南夷

与中原地区文化风俗差异甚大，故中央王朝之经略开发亦多反复周折④。而相如与盛览一北

一南，均打破了地缘时空的分殊与隔阂，相互切磋讨论精英阶层才有的作赋之法，固然首先是

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，但未尝不是区域文化传播史上的大事，说明与国家权力经营开发西南边

地同步，汉地文化也渐次传入了当地，推动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，其中开发兴起较早

之“蜀学”，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中间桥梁作用⑤。而国家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，亦因此

或多或少总有所缓解。如果站在国家大一统格局的整体立场看，也可说“凡今滇黔闽越之疆，

朝鲜、顺化之壤，所由光华文治，黼黻皇风，半皆帝之开辟蚕丛，创通蛮服，昔也鳞介，今也衣裳，

美哉禹功，明德远矣。”⑥故司马相如主张开通西南夷，功固然不可轻忽，而盛览之初传文教，事

亦值得表彰。足证追溯中原与西南学术文化交往的远源，其人其事皆堪称不可忘怀的掌故美

谈。故历代地方志书载之者甚多，均无不以为当大书深刻于史册。

五、余 论

舍人、盛览二人，一首注《尔雅》，开地方经学之先河; 一从司马相如游学，大得赋家不传之

心，均可谓崛起于西南地区的一代豪杰，沟通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的桥梁式人物。他们之所以

能够“北学中国”，成为地方学术文化的早期创辟者，固然离不开个人的才情兴趣，关涉师徒之

间学问路数的传承授受，但也明显受到汉武帝经略开发西南夷整体格局形势的影响，不可不说

是国家与地方频繁互动关系催生出来的文化生命成果。倘若追溯地方学术文化的远源，梳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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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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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均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版，第 9 册，第 3044—3047 页。
田雯:《古欢堂集》巻二十四《万行草诗序》，贵州省图书馆藏乾隆年间刻本。
参阅方国瑜: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第 1 册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版，第 42 页。
参阅张新民:《司马迁、班固的民族观及史学实证精神异同论: 从〈史记〉、〈汉书〉“西南夷传”谈起》，

载《民族研究》1993 年 6 期。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:“司马相如游宦京师，诸侯以文辞显于世，乡党慕循其迹，……由文翁倡其敎，相

如为之师，故孔子曰:‘有教无类。’”可见他们二人不仅是“蜀学”兴起的早期典范，而且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
式代表。
皮锡瑞:《汉武帝论》，见吴仰湘编: 《中国近代思想文库·皮锡瑞卷》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

2013 年版，第 23 页。



学派分化组合的支派谱系，斯二人尽管可供钩沉发覆的史料不多，然对后世的象征性影响仍极

为巨大，既形成了古今对话的历史性张力，代表了一个久远传统的早期发展进程，也激活了边

地文化中心化的历史记忆，引发了了士大夫群体主流文化认同的自觉感。①

清人高度评价舍人、盛览等人，可以陈矩的话为代表: “黔南江山灵秀，贤豪挺生，若汉犍

为文学舍公，长通盛公，后汉道真尹公，德行经学词章，方之蜀都四子，殆无愧色( 杨升庵先生

《〈全蜀艺文志〉序》称相如、君平、王褒、子云为四子) ，黔中不可谓无人矣!”②当然，川、滇、黔

三省相互接壤，舍人、盛览等人亦往往为三省地方人士共荐俎豆，儒学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，

必然也声气息息相通。从清人的文化视域观察，一旦形成清季学术与汉代学统遥相契应对接

的学人群体共识，在他们看来则不仅延长了学术谱系传承绵延的历史时间维度，而且更张大了

地方学术文化资源积累的空间地缘声势。故清代无论川、滇、黔三省，表彰斯二人者甚多，重视

程度远非其他任何时代可比。具见舍人、盛览生活的时代虽在西汉，但历史记忆复活的时代却

主要在清季。讨论汉人事迹必关注清人的评论，亦时隔事通内在理路的必然。这当然也是文

化传播史上常见的现象，触媒的酵素往往要遇到异代知己才能酿出成功的“异熟果”。

( 责任编辑:慎 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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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阅张新民:《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》，载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02 年第 4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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